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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誉，足见整
个明代社会绘画市场的活跃程度也是以往各
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所以，画派间的门户
之见，既有风格流派之争也有商业利益的权
衡。假如“南宗画法”最终能取替“北宗画
法”，顺利地成为社会主流画法，那就能轻
而易举地完全占有市场，那么以“南宗法”
入画的画家就能衣食无忧，日子好过了。所
以“南北宗”论推出的背后，其实也有社会
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这一点不同于元代的文
人墨客。在元代，一是朝廷不养画师，二来
在朝廷不关心艺术的情形之下，多人退隐山
林、浪迹江湖，可以借题诗画发点小牢骚，
如倪云林。但这种太放任自由的艺术性情，
是无法被明初期统治者所容忍的，更不可能
长期发展下去的。所以，成名于元代的王蒙
和倪瓒，一旦遭遇明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
就要倒大霉，这一情形无不让一大批朝廷画
师内心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谁还敢在画面
上随随便便写这题那？至多就以画家名号简
单落款，生怕被朝廷豢养的一大批宦官太监
从字里行间挑出是非，惹来杀身之祸。而元
代画家包括明中后期在野画家，就能随意地
在画上出现不同款识，可以是诗词也可以是
论画或随笔的各种感慨。
到了明代后期，统治者以较柔和的手
腕，让宦官把握朝政，文坛开始有了相对自
由的发展空间。如明末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
小说，像冯梦龙的《拍案惊奇》和吴承恩的
《西游记》等。显然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一
种较为自由的表现手法，绘画艺术也基本是
沿着这一形势发展的。在戴进、吴伟及其他
吴门画家陆续告别人世后，另一些社会影响
还相对较小的人物才由此走向历史舞台，如
松江派的董其昌、陈继儒及武林画派的蓝瑛
等。无论是文人画家还是职业画师，他们对
长期由宫廷指定画法多少有些不满。所以当
董其昌诸人及时地抛出“南北宗”论时，就
让他们感到另一种绘画表现的相对自由。如
最初还是以戴进、吴伟画法为宗的被称为浙
派殿军的蓝瑛，后来也转向了学习元四家画
法并加以创新。
蓝瑛受“南北宗”论影响较深。史载，
他曾独自一人到松江拜见董其昌，并在晚年
接受董的建议转向倪大痴、黄一峰、吴仲圭
甚至上溯荆浩、关仝的所谓南宗画法，而较
少仿效戴进、吴伟画法包括属于北宗法的其
他宋代画家的技法风格。
当然，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大多是
由他个人禀性及创作趣味取向所决定的。但
理论上如“南北宗”论的出台，对画坛的冲
击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因为它容易成为一种
导向，使一个处于鼎盛期有200年历史的画
法最终不能得以发扬光大一个画派或一种技
法，要保持持续的艺术生命力，就不能单靠
开创者的一生努力，还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的
后续者的完善发挥，使之尽善尽美。世事无
不如此，绘事更当如此。
再看看以董其昌、陈继儒为代表的松江
画派。无论是章法、风格或技法，实不足与
浙派或吴门画派相媲美。特别是董其昌的某
些青绿山水画，程式化不仅明显，创造性也
不多，几乎都是摹元人画法，或简单地向装
饰手法靠近而已。包括陈继儒的笔墨也很单
一，毫无师造化的革新气象。他们二人对陈
陈相因的清代画风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就凡
出笔都要寻找其出处这一点，恰好为后来者
如“清四王”所中意，最终只能使绘画陷于
一味摹古走向僵化无聊的笔墨游戏中去。
中国哲学往往围绕“以柔克刚”去阐
释宇宙世界的各种规律、现象。儒、道、释
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核心思
想，文人画正是这一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理
论体系。与浙派取刚硬的北宗画法有所不同
的是，南宗画法的语言风格相对柔和。若以
华夏文化现象作进一步探析，“以柔化刚”
的艺术趣味有更广泛的接受层面，犹如常人
处事总是讲究以和为贵，不必处处较真。那
么相对于一味刚硬彪悍的用笔风格，阴柔清
秀的笔墨有时会拥有更多的欣赏者。应该说
董其昌有过人之处，他就是抓住了传统哲学
的基本核心，将“刚”与“柔”这一自然
界现象引入绘画中，并与山水画“南北宗”
理论联成一体。借南宗的较为柔和的皴法使
笔墨表现力更胜一筹，就能直接把北宗的那
种相对刚直的笔墨语言贬为绘画之未流，一
扫而尽，使之无画坛立足之地。如《艺苑厄
言》曰“传伟法者，平山张路最知名，然不
得其秀逸处，仅有遒劲耳”。更有《绘事微
言》直说浙派后期几位画家“皆画中邪学，
尤非所当”，更有“此等虽用以揩抹，犹惧
辱吾之几榻也”。语锋之激烈，无一不是把
浙派绘画从开山鼻祖到后学者说得一无是
处，这还有发展的必要吗？最终使浙派在一
片讨伐声中，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何良浚此话还只是低层面的，
如同两个人的一般争吵，还不可能完全置浙
派绘画于死地，即便他已是明代中期著名的
画学批评家。但董其昌“南北宗”论则更具
煽动性。一是，浙、吴两大画派重要人物都
已不在人世，特别是戴进与吴伟；其时画坛
朝野正无领袖。而董其昌曾官至左侍郎，掌
国事监司业，财大业大的他，对文人画的一
切言谈具有不同于他人的影响力。故他以其
自身拥有的社会地位，借贬低浙派画名以抬
高松江画派的地位，包括吴门画派的一切声
名，最终把自己推为继二派之后的画坛领袖。
虽有李开行在《中簏画品》中对浙派绘
画表达了赞赏之情，呵护有加，客观地完整
地对其加以梳理和评价；但与各种指责浙派
的骂声一比，气势明显不够。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各种对浙派绘画艺
术的偏见，包括持续到近现代的相关研究内
容，不妨说是少之又少。如史论界对浙派绘
画的探讨，相对于研究吴门画派或“南北宗
论”范围要小得多。再就是一些专业院校在
山水画教学内容设置上，学“南宗画法”明
显多于“北宗画法”；故使有关戴进、吴伟
名字出现的频率远不如沈周、文徵明、董其
昌等人。笔者还注意到，在当今个别美术史
论专著里，一般不写与浙派绘画研究相关的
内容，他们可以谈“逸”，谈“书卷气”，
谈文人画艺术领域成就较高并具有影响力相
对较远的前前后后不同时期的画家，如王
维、董源、苏轼、赵孟 、倪瓒、沈周、文
徵明、八大山人等，但对于戴进、吴伟等浙
派画家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够，这种现象极不
正常，是否引起大家深思？否则，就难以对
整个明代绘画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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